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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能给城市发展带来机遇，增强城市内部利益相关者对城市的认可度和

忠诚度。 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城市声誉潜在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作为城市综合类称号中的金字招牌，全国

文明城市的评选能否带来“声誉效应”？ 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的方

法，将文明城市的评选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

响。 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且从长期来看，作用效应不断增

强。 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这种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文明

城市的评选主要通过从内部激发企业家精神，以及从外部强化制度监管来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安慰剂检验

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支持了上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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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城市问题也逐渐走向复杂化，而企业作为城市

中的重要利益主体，对城市治理的意义不言而喻，促进其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的

共识。 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理念，强调企业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

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以及社会的贡献［１］。 为了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中央政府和管理机构

都开始引导企业披露社会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先后发布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企业既要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也要有社会责任、道德责任。 这进一步说

明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然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显示（如图 １ 所示），当前中国企业 ３００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仍

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完整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社会责任各项指标的披露也较为零散。 因而，如何鼓

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增进社会福利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能够为股东

创造价值，而且较高的社会责任能够转化为企业潜在的社会资本，当公司整体的信任水平受到负面冲击

时，这种潜在社会资本的回报就会显现［３］。 此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能够促进公司社会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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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 ３００ 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

数据来源：２０２０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 ［２］ 。

和长期利润的增长［４］。 鉴于其重要性，学者

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

的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内部因素对企

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作用，如创新等企业家

精神［５］、高管的性别［６］、海归经历［７］、股权结

构［８］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部因素对企

业社会责任具有促进作用，如政府补助［９］、
社会信任［１０］、政府外部的监管［１１］。 尽管研

究者们关注到了这些内外部因素对企业社

会责任的影响，但较少关心企业所在城市的

声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城市声誉是

单个利益相关者对城市满足众多利益相关

者需求和期望能力的看法的集合［１２］，是一

个城市的无形资产，彰显了城市在各方面的

成熟度和价值。 作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城市

治理方式，中央文明委牵头举办的全国文明

城市评选活动在提升城市声誉以及城市整体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文明城市创建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 因为文明城市的创建为企业发展带来了良好

的环境，而企业按照文明城市创建标准依法经营，争做有担当的企业，也是文明城市的基础工作。 在现有

的文献中，学者们从两个方面评估了入选文明城市的“城市声誉”效应。 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探究了文明

城市对经济发展［１３］、产业结构［１４］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探讨了入选文明城市对微观个体行为的

影响，如企业排污［１５］、个体劳动力的流入选择［１６］等。 然而，较少学者关注文明城市建设的“声誉效应”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而言，既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励，也是一种约束。 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文明城市称号因其“含金量大、创城难度高”成为地方官员竞争的目标，这必然会强化其监管的

动力；另一方面，文明城市称号可能会激发企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因此，文明城市建设究竟能否激发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动力？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其中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这些均未得到实证的检验。
鉴于企业在现代城市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引导和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共同推动城市价值提升，成

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 为此，本文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文明城市建设

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因果效应、机制以及异质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１）在研究内容上，借助于文

明城市评选这一准自然实验，识别了城市声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有助于理解文明城

市评选的理论和工具意义。 （２）在研究方法上，与以往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不同，本文借助于双重

差分这一因果识别方法，较为有效地评估了文明城市的“声誉效应”。 （３）扩展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的文献，理清文明城市建设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企业参与城市治理并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升

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数据介绍、方法与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

果分析，包括基准回归、异质性以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则从影响机制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文明城

市评选是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 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创建文明城市不仅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速成机制，也是稳定城市治理质量的多功能机制［１７］。 与

其他的组织一样，城市也在区域间、国家间甚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 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城市声誉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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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资源。 研究者们对城市声誉的潜在后果进行研究评估。 Ａｕｌａ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ａａｋｏｒｐｉ［１８］

对拉赫蒂市的研究表明，积极地发展声誉可以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 朱金鹤等［１６］的研究表明，入选文明

城市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本身的价值，进而对劳动力的流入形成拉力作用。 还有研究表明，良好的城市声

誉有助于增加经济活动、降低失业率，但并未提升净迁移率［１２］。 由此可知，城市声誉可能对企业行为带

来良性的影响。
社会身份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成员倾向于执行与其社会身份一致的活动，并倾向于拥护支持其社

会身份的组织。 Ｂａ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的研究表明，积极的组织声誉能够为在这些组织工作的员工带来好处，
组织声誉可以通过员工对荣誉的感知，强化组织认同，减少情绪衰竭。 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

明城市会改善企业自身的行为，强化其对城市的认同、情感和承诺，进而影响其行为。 谌仁俊等［１５］ 的

研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这种荣誉的力量能够激励企业强化污染减排。 此外，企业也有获

得合法性身份的需求，政府和社会可对企业行为的适当性进行评价［２０ ２１］。 一方面，企业和社会之间存

在着超越普通合同规则的隐形契约，即社会支持企业，赋予其改变市场均衡的权力，但企业也必须以更负

责任的方式行事，做到关怀员工、保护环境、投资教育等，以维护企业的组织合法性［２１ ２２］；另一方面，政府

在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中，在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模块对市场监管、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都提出了一定

的要求，而政府对这些评价指标达标的要求将转化为政府对企业行为规范性和适当性的要求。 此外，企
业也需要基于社会责任向多元利益相关主体释放积极的信号以缓解运营风险，缓解企业的政策不确定

性［２３］。 因此，为了获得合法性的身份，企业将不遗余力地改进自身行为，为达到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贡

献自己的力量，以应对地方政府的行为适当性评价，同时满足自身的身份合法性需求。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对 ４ ７９２ 宗公司并购案例的研究，证实了国家声誉对国际并购市场反应的影

响，研究认为，来自声誉较好母国的公司被认为比来自声誉较差国家的公司具有更好的能力，从而提

高并购成功的可能性［２４］。 因此，本文认为，入选文明城市名单能够为城市带来良好的声誉，而企业作

为城市内部的利益相关者，提高了其自身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也更有可能会带有城市本身的积极烙

印，主动提高其社会责任。 据此，本文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说 １。
假说 １：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
（二） 文明城市评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机理

企业社会责任弥补了企业产权关系模糊、政府监管不完善等缺陷，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全

面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２２］。 Ｆｏｘ ｅｔ ａｌ． ［２５］认为，公共部门可以通过提升意识、促进、合作以及强制性要

求这四种方法来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 地方政府主导的文明城市建设从内外两个方面为企业社会

责任的履行提供了动力机制。
从外部分析来看，地方政府被认为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重要主体。 沈奇泰松和蔡宁［２６］ 从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生机制出发，认为政府条件完备型是地方政府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类型之一，
也即地方政府能够依靠善治和法治的理念以及创新工作模式的方法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邓泽宏

和何应龙［２７］认为，政府制定法律、法规也是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文明城市的

评选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动力通过强化法律监管，迫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一方面，２００３ 年至

今，中央政治局常委通常会兼任文明办主任，获奖城市的地方政府一把手会获得进京授奖的机会，这
也是其他评比类活动所不具备的条件［２８］，这种权威表彰能激发地方政府获取文明城市称号的动力；
另一方面，文明城市的评选结果也与地方官员的晋升有很大的关联性。 为此，地方政府一般会在文明

城市建设过程中对标相关的评估标准，并通过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打击假冒伪劣的监督与投诉机制、
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广告工作等，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２９］。 这些执法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企业对法律法规的遵从，并以更加符合社会责任的行为从事商业活动。
从内部分析来看，企业是否积极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建立起一套关于企

业道德、伦理信任和互助机制的行为规则，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改善企业的地位，引导企业优

化其内在价值［２２］。 与此同时，强烈的道德准则、伦理信任、创新精神、合作意识、济世精神等均属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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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精神的内涵［５，３０ ３１］。 在文明城市评估过程中，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从内部激发企业家精

神。 一方面，在各界人士和企业家中开展“重修养、重社会责任”等的宣传活动，激发企业家内在的合

作意识，激励企业家树立道德准则，增强企业家自身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尽管文明城市建设

从多方面对企业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同时地方政府也采取缩短审批时间、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措施

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创业热情。
综上所述，当公共政策和自愿行动成为“合作型规制结合体”的一部分时，他们会相互强化并以积

极的方式相互配合［３２ ３３］。 也即文明城市评选所实施的监管与企业家精神的作用，这两种因素的内外

耦合下共同以积极的方式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为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文明城市评选主要通过强化外部监管压力以及从内部激发企业家精神来促进企业社会责

任的提升。
三、 数据、方法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从和讯网搜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数据。 在本

文的样本期内，共有五个批次的文明城市评选活动。 本文将第二至第五批次的文明城市入选名单作为依

据，并将各批次文明城市的名单与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 本文之所以把数据年份限定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主要考虑到和讯网最早发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数据的年份为 ２０１０ 年，尽管该网站最新的数据已经更

新到 ２０２０ 年，但考虑到 ２０２０ 年文明委又发布了新的文明城市名单，该批次的政策效应尚未显现。
企业的基本信息以及各项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ＣＳＭＡＲ）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删除了

ＳＴ、ＰＴ、金融类、保险类这些财务指标比较特殊的企业，以及资不抵债的企业。 同时，为了降低极端值

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还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以保障结果的稳健性。
机制变量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以及樊纲等人编制的市场化指数。 考

虑到创新活动是一件投入大而收益难以预测的活动，因此，这需要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济世精神、合作

意识、开拓能力，而这些都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维度。 为此，本文参照李政和刘丰硕［３４］ 的研究，用
ＣＮＲＤＳ 企业层面的申请专利数据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 另一个机制变量为监管压力，本地区

的法律化水平越高，被监管对象可能就会面临越高的监管压力。 考虑到数据限制，本文以樊纲等人编

制的市场化指数中的法律法规作为代理变量，该数据得到了大量研究者的认可。 本文在原有数据的

基础上借鉴马连福等［３５］的研究，按照历年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增长幅度预测了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的市场化

指数，最终形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并与公司层面数据相匹配。
（二） 研究方法

文明城市的评选制定了详细的评估标准，并且通过设立退出机制以保障评选效果。 与入选文明

城市之前以及未能入选文明城市的城市相比，该地区的企业所受到的激励效应可能会产生差异，这就

为我们运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这种差异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场域。 借鉴 Ｌｉｕ ａｎｄ Ｍａｏ［３６］的做法，本文

通过构造固定效应模型，识别入选文明城市名单这一重要的城市声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效应，并
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ＣＳＲ ｉｔ ＝ αｉ ＋ β１Ｐｏｓｔｉｔ × Ｔｒｅａｔｉｔ ＋ λＸ ｉ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ｉｔ （１）
其中，ＣＳＲ 为企业社会责任，Ｐｏｓｔ 代表某个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获得文明城市称号的时间变量，

Ｔｒｅａｔ为上市公司所在城市是否被选入文明城市名单。在本文选定的时间区间内，若上市公司所在城市

入选了文明城市名单，则Ｔｒｅａｔ记为１，否则为０；同样，若在第 ｔ年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入选了文明城市名

单，则 ｔ年以及以后为１，否则为０。Ｘ为控制变量，下标 ｔ和 ｉ分别代表时间和公司，Ｔｙｅａｒ 和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分别代

表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三） 变量的定义

１． 因变量：企业社会责任（ＣＳＲ）
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已得到广泛应用，而和讯网的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较全，样本规模比较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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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典型的代表性。 因此，本文搜集了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该数据主要从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环
境责任、社会责任以及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责任 ５ 个方面来评估企业的社会责任，综合反映了

企业在促进社会和企业发展、维护员工权益等方面的表现，指标的设计较为全面和合理。
２． 自变量：城市声誉（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本文借助于文明城市评选这一重要的自然实验，作为城市声誉的代理变量。 全国文明城市每 ３

年评选一次，我们从文明网搜集了相关的城市名单。 基于自然实验现有的研究思路，将评为文明城市

的城市作为处理组，未评选上文明城市的城市作为对照组，并将上述数据与上市公司的数据相匹配。
在分组变量（Ｔｒｅａｔ）的设置上，处理组的城市设置为 １，对照组为 ０。 政策冲击变量 Ｐｏｓｔ 的设定则按照

入选年份编码，需要说明的是，青岛、深圳、中山等城市在部分年份被剔除了文明城市名单，对此，我们

　 　 　 　 表 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ＣＳＲ ２４ ６４１ ２４． ４１２ １６． ３５２ － １８． ４５０ ９０． ８７０ ２１． ７９０
Ｔｒｅａｔ ２４ ６４１ ０． ８０２ ０． ３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Ｐｏｓｔ ２４ ６４１ ０． ７２５ ０． ４４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Ｔｏｐｈｏｌｄｅｒ ２４ ６１８ ３５． ４５６ １５． １４２ ８． ８００ ７５． ８４０ ３３． ５７０
Ｌｅｖ ２４ ６４１ ０． ４２４ ０． ２１２ ０． ０４７ ０． ８９２ ０． ４１５
Ｒｏａ ２４ ６４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５４ － ０． １８０ ０． １９９ ０． ０３９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２４ ６４１ ２２． ００４ １． ３０１ １９． ４８９ ２６． ０００ ２１． ８３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２４ ５７４ ０． ３７４ ０． ０５３ ０． ３３３ ０． ５７１ ０． ３３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２４ ６４１ １６． ９６１ ５． ７３１ １． ０００ ６１． ０００ １７． ０００

将这些年份设置为 ０，以避免高估政策

效应。
３． 控制变量

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有很多，
参考现有文献［６ ７］ 中的做法，我们选取

了企业的债务率（Ｌｅｖ）、盈利率（Ｒｏａ）、
第一大股东持股（Ｔｏｐｈｏｌｄｅｒ）、独董比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企业的资产（Ｌｎａｓｓｅｔ）、以
及公司成立年限（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等作为协

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

扰。表 １ 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分析

变量
（１） （２）
ＣＳＲ ＣＳ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１． ９９９ ８∗∗∗ ０． ９３３ ９∗∗∗

（０． ２４２ １） （０． ２１８ １）

Ｔｏｐｈｏｌｄｅｒ
０． ０３９ ３∗∗∗

（０． ００６ ５）

Ｌｅｖ
－ ７． ６１２ ７∗∗∗

（０． ５５９ ７）

Ｒｏａ
８０． ０９６ ６∗∗∗

（１． ９８６ ２）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４． ３６６ ７∗∗∗

（０． ０９７ 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
１． ５２０ ０

（１． ７１７ 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０． ０４９ ９∗∗∗

（０． ０１７ ２）

＿ｃｏｎｓ
２３． ０５２ ７∗∗∗ － ７５． ２９４ ５∗∗∗

（０． １９０ １） （２． １４１ ０）
观测值 ２４ ６４１ ２４ ５７２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００３ ２ ０． １８５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 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性标

准误。

四、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对文明城市评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基准回归

进行了分析，然后是不同企业性质、规模以及地区的异质

性分析，最后是基于不同方法和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一） 基准回归

表 ２ 展示了双向固定效应下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

任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１）列和第（２）列分别为未加

入与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结果。 可以看出，文明城市评

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１. ９９９ ８、
０. ９３３ ９，且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也即文明城市评

选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 这说明了当上市公司所

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企业

的认同感，促进了其社会责任的履行。 我们的假说 １ 得

到了证实。
（二） 异质性分析

１． 不同企业性质的异质性

我们按照企业性质的差异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组和

其他组，从表 ３ 模型（１）和模型（２）来看，入选文明城市

名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系数为 １. １０４ ８，且在 １％ 的

水平下显著为正，而对非国有企业则不显著。 这一结果

可能是因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的

依赖性更强，国有企业的产权形式不同于私人企业，政府

往往借助于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目

—０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标［３７］。 因而，在文明城市评选过程中，国有企业在政策执行方面受到地方的约束力度更大，因而承担

的企业社会责任可能也就越多。
２． 不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一般而言，相对于小公司，大公司在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都较强，因而，公众对大公司的社会期

望也更加高，期望他们以更负责任的方式行事。 为此，我们以企业资产的中位数作为分类依据，进行

分组回归。 从表 ３ 中列（３）和列（４）的结果来看，尽管入选文明城市对大公司和小公司的社会责任均

显著为正，但对大公司的作用更强。 这也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
３． 不同地区的异质性

考虑到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制度水平的差异，入选文明城市之后带来的城市声誉

效应可能也会有所差异，为此，我们根据公司所处地理位置将其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从表

３ 中列（５）和列（６）的结果来看，入选文明城市更能促进东部地区所在城市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增

加。 可能的原因是，在文明城市评选过程中，东部地区优越的制度发挥了更高的监管效力，从而增

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压力。

表 ３　 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异质性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Ｅ ＮＳＯＥ Ｓｍａｌｌ Ｂｉｇ Ｅａｓｔ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１． １０４ ８∗∗∗ ０． ３５３ ９ ０． ６８０ ９∗∗∗ ０． ８８５ ９∗∗∗ ０． ９４３ ０∗∗∗ － ０． ３３０ ５
（０． ３７６ ４） （０． ２４２ ４） （０． ２４３ ２） （０． ３２５ ０） （０． ２６８ ８） （０． ３５４ 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 ８７． ４３６ ０∗∗∗ － ５２． ２７３ ８∗∗∗ － ４８． １３３ ２∗∗∗ － ８８． ５５５ ２∗∗∗ － ７７． ９３１ ７∗∗∗ － ６６． １５７ ６∗∗∗

（３． ４９５ ４） （２． ５８８ ９） （４． ２６７ ９） （３． ６６４ １） （２． ３７５ ２） （３． ６０８ ５）
观测值 ９ ２７４ １４ ５４８ １２ ２８８ １２ ２８４ １６ ６７７ ７ ８９４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９８ ９ ０． １７０ ０ ０． １４７ ２ ０． １６６ ２ ０． １８９ ７ ０． １６１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参照 Ｂｅｃｋ ｅｔ ａｌ． ［３８］对文明城市评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平行趋势进行检验。 一方面，若处

理组和对照组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就会违背双重差分方法运用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文明城市评选对

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影响是动态变化的，观察其长期效应对评估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大有裨益。 为

此，我们对文明城市评选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进行了估计，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可

以看出，在文明城市评选的前几年，政策处置效应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未入选文明城市之前，处
置组公司和对照组公司的平行趋势基本一致。 在政策实施当年，政策处置效应也不显著，可能的原因

是，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反观政策实施之后的几年，尽管部分年份的

影响效果有所波动，但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呈现上升的趋势。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地

方政府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城市声誉建设，并希望通过城市声誉建设，有效吸纳各个城市治理主体参与

城市治理，履行自身使命。
２．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企业社会责任受到其他不能观测到的遗漏变量的影响，本文借鉴 Ｌｉ ｅｔ ａｌ． ［３９］ 的做法，
通过分步骤随机抽取与当年处理组相同的样本进行间接检验。 同时使用基准回归结果作为比较

对象。 同时，为了提高估计的识别能力，本文采取随机抽取 ５００ 次的方法，图 ２ 为安慰剂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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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Ｘ 轴代表“伪处理组”回归系数的大小，Ｙ 轴为概率密度，垂直的虚线代表真实的估计值。
可以看出，相对于随机抽取的估计系数，真实的估计系数是一个明显的异常值。 这表明本研究

的估计结果不可能是随机得到的，反之，随机设置的政策样本并没有出现政策效应，真实的政策

效应来自本文的估计结果。 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影响并非来自遗漏变量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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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Ｌｅｖｅｌ Ｌｅｖｅｌ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０１６ ６∗∗∗ ０． ００８ ３∗∗

（０． ００３ ９） （０． ００３ 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 ０５７ ６∗∗∗ － １． ０９４ 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３９ ８）
观测值 ２４ ６４１ ２４ ５７２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０００ ９ ０． ０６２ ９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１０％和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稳健性标准误。

３．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被解释变量

进行替换，在和讯网社会责任评估数据中，除了评分外，评估者

还根据企业的评估结果将其分为 Ａ、Ｂ、Ｃ、Ｄ、Ｅ 五个等级，Ａ 级

为最好，Ｅ 级为最差。 我们对该结果进行重新正向赋值，并将

评级的结果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 从表 ４
的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文明城市的评选对企业

社会责任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这进一步说明了假说 １ 结果的

稳健性。
４． 工具变量估计

虽然本文使用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以降低估计

偏误，但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城

市声誉之间的互为因果问题。 一方面，城市声誉会激励企业提

高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正是由于企业具有良好的社会

责任，所在城市才有更高的概率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 因此，本文使用城市景区数量作为文明城市

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合格的工具变量要满足相关性与排他性约束两个核心条件。 从相关性来讲，各个地区的景区数

量，尤其是名胜古迹的数量，往往与城市的声誉水平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景区数量越多，越能吸引更

多的外地游客，该城市的声誉也会越高。 从排他性约束来讲，各地景区多为历史人文景观与地理景

观，数量的多寡取决于该城市的历史底蕴与自然条件，具有较高的外生性。 具体来讲，本文使用各城

市 Ａ 级景区数量之和作为工具变量①，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估计，其中景区所在城市与评定

年份来源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的旅游名录。
表 ５ 汇报了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景区数量（Ａｒｅａ）对全国文明城市评比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点与预期相符。 一阶段回归的 Ｆ 值为 ６ ７７７，远大于经验法则规定的 １０，说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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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表 ５　 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第一阶段 ＣＳＲ

Ａｒｅａ
０． ００２ ５∗∗∗

（０． ０００ ０）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２． ７１４ ４∗∗∗

（０． ５７３ 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０． ４４７ ４∗∗∗

（０． ０５４ ６）
观测值 ２４ ５７２ ２４ ５７２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３ ９９３∗∗∗

［０． ０００ ０］
Ｒ２ ０． １４７ １ ０． １８２ ６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 和 ５％ 的显著

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二阶段估计中，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也拒绝了工具变

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同时，交互项系数依然

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绝对值

大于基准回归结果，说明文明城市确实可以有

效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且 ＯＬＳ 估计在一定程度

上会低估这一效应。
五、 影响机制分析

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已经证实了文明城市的

评选会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但是文明城市评

选是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中间机制是什

么？ 这是本部分关心的内容。 为此，本部分主要

从内部激励和外部监管两方面进行分析。
为了验证上述两条机制，在基准回归方程

的基础上，借鉴温忠麟等［４０］ 检验中介效应的方

法，在方程（１）的基础上发展出方程（２）和方程

（３）。
Ｍｉｔ ＝ φ０ ＋ φ１ＤＩＤｉｔ ＋ φ２Ｘ ｉ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ｉｔ （２）
ＣＳＲ ｉｔ ＝ ϕ１ ＋ ϕ１ＤＩＤｉｔ ＋ ϕ２Ｍｉｔ ＋ ϕ３Ｘ ｉｔ ＋ ｙｅａｒ ＋ μ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ｉｔ （３）

　 　 　 　 　 表 ６　 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机制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ＳＲ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ＣＳ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１． ０９７ ８∗∗∗ ０． ６０９ １∗∗∗ ０． ０６８ ４∗∗∗ ０． ９０１ ３∗∗∗

（０． ０２２ ５） （０． ２１６ ０）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２０６ 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０． ２９５ ８∗∗∗

（０． ０５８ ５）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０． ４７６ ２∗∗∗

（０． ０７３ 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ｏｎｓ
７． ５６０ １∗∗∗ －７７．５３０ ９∗∗∗ － １０． ９７１ ３∗∗∗ －７０．０７０ ４∗∗∗

（０． ２１４ ３） （２． ０１１ ３） （０． １７１ １） （２． １１９ ８）
观测值 ２４ ５７２ ２４ ５７２ ２４ ５７２ ２４ ５７２
行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１０４ ９ ０． １８６ ０ ０． ２４４ ７ ０． １８６ ５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１０％和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为稳健性标准误。

其中，Ｍ 为中介变量， 分

别代表企业家精神和地区的

制度监管，其他变量的设定与

公式（１） 相同。表 ６ 的第（１）
列和第（２） 列为外部监管机

制， 可以看出， 第 （１） 列中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的系数显著为正，
也即文明城市评选促进了地

方政府对企业的外部监管。第
（２） 列中无论是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还是监管变量系数均为正，这
说明了地方政府强化监管又

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

的提高。同理，从第（３） 列和

第（４） 列的结果来看，文明城

市评选从内部激发了企业家

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又显著提

升了企业社会责任。上述结论意味着文明城市的评选主要通过企业家精神和外部监管这两个机制提

高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结论验证了我们的假说 ２。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明城市的评选是中央政府利用权威工具促进城市治理、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手段。 与此同
时，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督查、要求以及文明城市称号的动态管理等，是促进企业将自身的经

营管理同城市建设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促进企业落实城市管理目标和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推力。
企业作为城市内部的利益主体，只有积极参与城市治理，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共同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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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的目标。 然而，文明城市的建设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究竟如何，需要进行有效的因果识别。
本文运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的方法，将文明城市

的评选作为准自然实验，识别了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研究

发现，上市公司所在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且从长期来看，该作用效应不

断增强。 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政策效应在国有企业、大公司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显著。 上市公司所在

城市被评选为文明城市不仅从内部激发了企业家精神，而且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外部监管，从而提升了

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政府应有序推动文明城

市建设，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创造条件。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离不开政府“有形”之手的督促与支

持［４１］。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都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包括企业在内的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未能被有

效发掘。 因此，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应该严格把控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严格退出机制，使文明城市建

设成为提升城市声誉和品质的重要抓手。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将文明城市建设与企业发展关联起

来，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良好的企业给予相关的政策优惠，鼓励企业参与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推动

形成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双赢”的局面。 （２）企业应自觉将文明创建纳入企业管理的理念中，增强

自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一方面，企业应树立主人翁意识，将所在城市视为公司长远发展的重要支

撑，并将文明城市建设同企业的发展战略、管理理念相结合，充分展示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企业应

对照文明城市的标准，规范自身的营商行为，同时要激励员工提高个人素质，积极落实文明城市的创

建工作，自觉遵守相关的制度规范，从而实现将城市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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